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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论治的形成、演变与异化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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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疗体系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系统梳理辨证论治的

演进脉络，从《黄帝内经》对症治疗到张仲景确立病-脉-证-治体系，从明清时期辨证论治的应用与发挥，

再到近现代被确立为中医基本特点。但过度强调辨证论治，并淡化疾病观，使得基本特点逐渐异化为主要诊

疗模式。提出辨证论治的异化主要表现为重证轻病的倾向，导致辨证论治概念泛化与应用局限，并造成辨证

论治缺乏针对性。强调正确审视辨证论治是发展和完善中医诊疗体系的必要前提，通过现代医学诊断明确疾

病靶点，运用中医思维提炼疾病共性规律，实现辨证论治与现代临床需求的精准对接，为解决辨证论治的当

代困境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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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高度

病理概括，反映了人体在当前疾病条件下的整体状

态，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病理变化的本

质［1］。辨证论治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基于包括四

诊信息在内的症状（体征）群，分析并获取患者的

证候，并进一步确定治则与方药，其作为中医临床

诊疗的重要模式与原则，与整体观共同成为中医学

的两大基本特点。

近年来重视辨病论治、病证结合的观点引起了

广泛关注［2］。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当前中医

临床实践中过度强调辨证论治，导致其逐渐演变为

主要甚至唯一的诊疗模式。这种单一化倾向不仅造

成了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的割裂，更可能阻碍中医

学的传承创新发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

回归辨证论治的理论本源进行系统思考。首先，辨

证论治的源头何来；其次，辨证论治的应用为何会

在当前时代存在着广泛的争鸣与讨论；最后，辨证

论治是否为中医诊疗模式的根本方法。在厘清这些

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明确中医药的发展方向［3-4］。

本文通过探讨辨证论治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

异化现象，以明确辨证论治与中医临床诊疗模式的

关系，为解决辨证论治的当代困境提供历史镜鉴与

理论参考。

1　辨证论治的形成

1. 1　渊薮探赜——对症治疗与证候的萌芽

《黄帝内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

确立，其蕴含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脉象学说已

臻于完善。后世的中医理论、临床思维均以此为源

头。然而《黄帝内经》全书中并未明确提及证候及

辨证论治的相关概念，同时也缺乏能够体现某一阶

段病理概括的相关定义，因此有学者提出《黄帝内

经》时期并没有形成辨证论治的概念［4］。

诚然，《黄帝内经》时期并没有体现证候的本

质及内涵，此时期对症治疗为主要的临床诊疗模

式，即着眼于疾病的各种外在表征。尽管《素问·

疟论》《素问·痹论》《素问·痿论》等篇章主要着

眼于疾病认识，但这并不妨碍《黄帝内经》中已出

现了证候的概念雏形［5］。如《素问·风论篇》云：

“五脏风之形状不同者何……肺风之状，多汗恶风，

色皏然白，时咳短气，昼日则差，暮则甚，诊在眉

上，其色白”，明确阐述了疾病的症状表现；再如

《灵枢·水胀》云：“肠覃何如？岐伯曰：寒气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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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外，与卫气相搏……其始生也，大如鸡卵，稍以

益大，至其成，如怀子之状，久者离岁，按之则

坚，推之则移，月事以时下，此其候也”，详细论

述了肠覃的症状表现。

《黄帝内经》中的“状”与“候”代表着患者

的症状 （体征） 群，即未经提炼与分析的证候来

源，体现了症状是病因病机的外在表现。此外，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中的病机十九条先后指出

了“诸热瞀瘈，皆属于火”“诸禁鼓栗，如丧神守，

皆属于火”“诸躁狂越，皆属于火”等，而清热泻

火法皆可治之，体现了异病同治的思想［6］。证同治

亦同，相同的病因病机在不同疾病的特定阶段可以

表现为相似的证候特点，而各异的症状体征则是不

同疾病的具体临床表现，可见在《黄帝内经》时期

证候的概念正处于萌芽阶段。

1. 2　明确概念——辨证论治成为中医诊疗模式的

重要内容

东汉时期，张仲景在《黄帝内经》基础上明确

了证的概念。《伤寒杂病论·序》首载“辨证”一

词，曰：“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并平脉辨证，

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

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又有

《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云：“观其脉证，

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虽然这里证与脉相对而言

指症状，但张仲景在“病-脉-证-治”的中医诊疗

体系的基础上已形成了辨证论治的词语渊源［7］。

特别是在《金匮要略》中，张仲景进一步明确

了抓主症、辨方证、审疾病的基本诊疗思路［8］。以

《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为例：“病有风水、

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黄汗。风水其脉自

浮，外证骨节疼痛，恶风”，在水气病的疾病框架

下，通过抓主症的方式把握疾病的主要矛盾，在诸

多繁杂症状中提炼出反映疾病本质的主要症状，并

明确了不同疾病甚至是疾病类型的鉴别诊断，进而

通过“脉浮身重，汗出恶风”等症状（体征）群进

行辨证分型，抓住疾病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明确治

则方药。

此外，张仲景特别强调每一种疾病都具有其特

异性。《金匮要略》以病为纲，张仲景所提辨证论

治的目的是服务于疾病的诊治，如“里水，越婢加

术汤主治，甘草麻黄汤亦主之”。（《金匮要略·水

气病脉证并治》）专方专药治疗某类特定疾病则是

有力论证，类似的例子还包括治疗呕吐使用小半夏

汤、治疗黄疸使用茵陈五苓散等。由此可见，张仲

景时期明确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内涵与应用价值，其

作为“症-证-病”中的重要内容，通过促进疾病

的鉴别显著提高了中医临床辨治能力。

2　辨证论治的演变

2. 1　应用与发挥——辨证论治可以弥补对疾病认

识的不足

至明清时期，辨证论治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

确立与提高。明代张景岳 《景岳全书·传忠录》

云：“阴阳既明，则表与里对，虚与实对，寒与热

对，明此六变，明此阴阳，则天下之病固不能出此

八者。”张景岳提出的“阴阳为纲，统领六变”已

初具八纲辨证的轮廓；在此基础上，清代章虚谷

《医门棒喝·论景岳全书》首次明确记载“辨证论

治”一词［7］。特别是在明清疫病流行时期，由于对

于时疫毒邪的病理认识不足，导致辨证论治成为温

病学家治疗疾病的主要方法，如叶天士卫气营血辨

证体系、吴鞠通所论三焦辨证体系、王孟英以伏邪

新感为两大辨证纲领等。受限于科技水平与疾病谱

的变化，前人对于疾病的认识与探索表现出了明显

不足，而以辨证论治为主的中医诊疗模式得到了空

前的发展。

2. 2　强调特色优势——辨证论治的近现代发展

由于中西医有着不同的理论体系，二者的融合

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碰撞，如何体现中医临床诊疗的

特色与优势，是近现代中医学者们所必须思考的问

题。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任应秋先生在1955
年率先提出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上不可缺少的基本

知识，明确了中医证候与西医症状的差异［9］；后于

1957年，秦伯未先生发表《中医辨证论治概说》［10］

一文，提出辨证论治是中医普遍应用的诊疗规律，

并驳斥了当时主张“废医存药”的错误思想；蒲辅

周先生则于 1958 年明确提出中医辨证论治在治疗

难治性乙型脑炎中具有知常达变的优势［11］。特别

是在 1974 年，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基本特点被写入

《中医学基础》［12］ 教科书，由此这一观点沿用至

今［3］。1976 年任应秋先生将辨证论治形象地总结

为不同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法，为当时

的“西学中”教育提供了重要指引［13］。自此以后，

辨证论治作为中医理论的固定术语得到了学界的普

遍认可，并被公认为中医理论及临床诊疗的特色。

3　辨证论治的异化

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医药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

展，在有着更为详实的疾病认识、确切的中医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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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融汇中西医学知识的中医人才培养模式背景

下，单独强调辨证论治的重要性引发了学界越来越

多的争议［3， 14］。特别是在近代的病证结合中，形成

了“诊西医病、治中医证”的趋势，而这种割裂不

可避免地淡化了中医辨病、辨症的关键环节，格外

凸显了辨证论治的地位与作用［15］。

近年来，学界涌现出了各类新兴辨证论治模式

及证候评价方法，然而以证候为主导并获得广泛认

可与推广的研究却乏善可陈［16］。仝小林指出，过

度强调辨证论治作为中医临床诊疗的主要模式，而

忽视辨病辨症的过程可以概括为辨证论治的异化。

总的来说，脱离疾病与症状、病因与病机的辨证论

治已经出现了异化现象。

3. 1　辨证论治概念的泛化——脱离辨病与辨症

“病”反映疾病全过程的总体属性，是具有一

定发展规律的演化过程，具体可表现为若干特定症

状。“症”为“病”的直观表现，可单独作为症状

性疾病，如咳嗽、胃痛等既可为疾病名称也可作为

症状名称［17］。在狭义层面，病、症均强调了疾病

的外在临床表现。如前所论，在张仲景时期辨证论

治本质上是诞生于辨病（症）的基础之上的，先辨

病后辨证是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特点，可以说辨病

与辨证并非两种独立的诊疗体系。将辨证论治凌驾

于病症之上甚至脱离病症会导致其概念的泛化，中

医异病同治理念的随意应用则是其重要表现特点。

异病同治作为中医学独具的原创思维，是在不

同疾病表现的基本矛盾个性中寻求共性，证同治同

源于不同疾病在特定阶段集中体现为相同（通）的

主要矛盾，因此有学者提出只有存在共同病理过程

的同类疾病才具有异病同治的可能性［18-19］。在张仲

景时期，异病同治理念得到了深刻的阐述，异病的

范围不仅是同系统疾病，如肾气丸在《金匮要略》

中先后应用于包括虚劳、消渴、妇人杂病等五种不

同病症的治疗中［20］。中医学认为“有诸于内，必

形之于外”，异病同治的落脚点在于辨别病、症表

现的变化。忽略病、症的存在，仅强调证候的异病

同治会严重影响临床疗效，同时造成中医诊疗只追

求辨证的印象［21］。举例而言，倘若在异病同治理

念指导下，经治疗后证候消失，而用于诊断疾病的

理化指标异常仍然存在，这种情况既难以完全阐明

异病同治的理论内涵，也难以证明中医药的临床

疗效。

脱离病、症导致辨证论治概念泛化的另一个重

要特点是机制研究难以体现证候甚至是中医药的科

学内涵。中医药虽能在临床中屡获佳效，但是机制

层面的“黑箱”状态却成为制约中医药发展的重要

因素［22］。证候作为中医学的独有理念，难以与现

代医学、生物学进行直接的沟通，解析证候的科学

内涵或通过证候概念阐明中医药的生物学机制必须

要以病、症作为共同的落脚点。

近年来有关证候的标准化、规范化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进展，但是对于证候的定义与确切内涵仍存

在诸多争议。我们必须要明确，即便是忽略辨证分

析能力的差异，并在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或高新

设备的支持下获得了准确统一的诊断标准与量化方

法，失去病、症作为统领的证候名称会让机制研究

显得突兀，而以循证医学为框架的现代临床研究同

样无法获得聚焦。因此，体现中医药特色优势的机

制与临床研究应当以具体的病、症作为关键切入

点，否则难免造成研究结论过于空泛，最终将动摇

辨证论治的根基，甚至导致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消解。

3. 2　辨证论治应用的局限化——脱离疾病病因与

病机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治病必求于

本。”能否辨明病因是中医临床实践取得佳效的关

键因素。病、症是疾病形成后的表现与结果，病因

则是疾病形成的源头，病因不除则源头不断，进而

疾病难愈［23］。脱离病因会造成辨证论治应用的局

限化，进而极易导致治疗周期的延长，严重者出现

误诊、漏诊等情况。

以“淋证”为例，结合临床特点可分为热淋、

血淋、石淋、气淋、膏淋、劳淋六类，石淋治则以

清热利湿、通淋排石为主，劳淋则以健脾益肾为

主，审疾病病因可达执简驭繁之效。再如肺痨，其

与咳嗽、咯血、肺癌均可出现以气阴亏虚为证候特

点的阶段，临床表现几近相似，但肺痨为痨虫袭肺

所致，从病因上直接区别于其他疾病，可以弥补仅

辨气阴亏虚证之局限。《备急千金要方·诊候第四》

云：“夫欲理病，先察其源。”明确疾病的诱发原

因，可以为治疗方向提供指导。随着辨证论治地位

得到不断强化，重病因、审病因的基本辨治观也在

不断被弱化，最终逐渐演变为脱离疾病特征而表现

为异化，而结合病因辨证可以从根源截断疾病的发

生发展，并使论治用药清晰明了［24］。

病机亦是中医理论基本概念之一，其作为广义

概念，是病因、病位、病性、病势四大要素及其关

系的总括，原意主要为疾病发展变化的枢机。如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病机十九条借用病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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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位描述病机的本质实为疾病发生发展的关键

节点与一般规律。周仲瑛指出，病机为理论联系实

际的纽带，是通向论治的桥梁［25］。病机作为疾病

发生、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凝炼地总结了疾病

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基本矛盾。

病机决定证候，而证候是病机相对具体的表

现。相较于强调当前阶段病理状态的证候概念而

言，病机是基于整体、全程、动态角度的高度概

括。因此，脱离病机而仅仅依赖辨证论治是无法把

握疾病全程变化特点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

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治未病”作为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防治疾

病的最高境界，主要体现为未病先防、已病防变、

瘥后防复。从时间维度上看，辨证论治聚焦当下已

有的症状与体征，主要呈现为“横断面”式的论治

模式，促进了诊疗的精准化与个体化，但同时也造

成了局限于当下时间节点的狭隘，难以切合“上工

治未病”的要求。因此，若中医临床诊疗不以审病

因、察病机为导向，则会拘泥于证候的辨析，反而

束缚中医临床的灵活应用。如此，单纯依靠辨证论

治反而会成为限制中医发挥临床疗效的桎梏，特别

是在仅表现为检查指标异常、无证可辨的困境下，

这种局限性将会被进一步放大。

4　关于辨证论治应用与发展的思考

如前所论，中医学在建构初期将临床中的异常

征象均以“病”统称，发展至张仲景时期才将证候

概念从“病”中分化而来，辨证论治也因此初具雏

形，可见辨证论治是中医学发展的智慧结晶而非创

立的根本。20 世纪中后叶，辨证论治历史地位新

高度的确立是着眼于中医药的传承与发扬，任应秋

先生将其作为中医临床不可缺少的基本知识很大程

度上与强调中医特色优势、避免中医药教育出现西

化偏差的时代背景有关。然而，他也明确指出中医

辨证主要就是在辨病基础上提出来的［26］。可见任应

秋先生认为辨证论治并非中医临床诊疗体系的唯

一，更非中医临床诊疗体系的基石。而从临床实践

角度出发，中医临床诊疗模式强调辨证论治，而辨

病、辨症同样不可或缺［15］。总之，在历史的发展

过程中，随着中医理论体系的更新和演变，辨证论

治自诞生后其定位与概念也在不断地被解释和重

构，以至于当代过度强调辨证论治造成对其认识出

现了异化的趋势。

传统中医思维有着三强（整体观、个体化、治

未病）与三弱（刻强轴弱、个强群弱、态强靶弱）

的特点［27］。“三弱”即三大局限，其背后的深层原

因与过度强调以辨证论治为主导、缺乏疾病认识的

诊疗模式有着密切联系，而继续单独强调具有刻下

性、个体性的证候特点，会削弱中医思维“三强”

的理论与实践优势。

为了促进中医药现代化，“态靶辨治”作为构

建现代中医诊疗体系的重要途径应运而生［28］。病

证结合作为“态靶辨治”的重要内容，强调了应基

于现代医学诊断，审视、评估疾病发展规律与临床

特点，从中医视角提炼病因、病机，并进一步归纳

证候特点与治疗策略。在准确认识疾病特点的基础

上归纳证候特点与辨证方法是符合辨证论治发展历

史规律的。正因如此，仝小林强调证是疾病阶段性

的病理概括，缺乏整体性，证的本质决定了辨证论

治存在局限性，因而无法涵盖中医完整的辨治思

路［23］。正确审视辨证论治是发展和完善中医诊疗

体系的必要前提，提出依据现代医学诊断，运用中

医思维，抽提凝炼疾病每个阶段的核心病机（态）

和与其相对应的客观指标（靶），结合病因和预后，

形成态靶同调、因果兼顾的诊疗方案。在此基础

上，根据患者的个体化差异，辅以辨证加减提高临

床疗效。

5　小结

从对症治疗到抓主症，再到证候概念的明确与

发扬，辨证论治在中医诊疗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近年来，辨证论治被强调为中医学的基本特

点，然而中医学的临床诊疗体系并非仅由辨证论治

一种诊疗模式组成。特别是在当前时代，对人体生

理、病理认识日益深入的前提下，只对证候治疗、

脱离疾病特征而出现异化现象的问题更显突出。

在本质上，探讨异化的过程是强调辨证论治不

是中医诊疗模式的唯一，然而这并非否认辨证论治

带来的卓越贡献。对于病因、致病机制、预后等认

识相对不足的疾病而言，辨证论治确有其独特优

势，即以辨证的方式抽取疾病当前的主要矛盾，从

证候角度找到共性解决方法，并为疾病的个性问题

提供思路。证候作为阶段性的集中概括也决定了其

具有抽象性、即时性的特点，因此容易造成概念的

泛化与应用的局限，而正确审视辨证论治地位则是

发展和完善中医诊疗体系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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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Formation，Evolution，and Alienation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WANG Sicheng， ZHAO Linhua， TANG Rumeng， ZHANG Lili
Guang'anmen Hospital，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Beijing，100053
ABSTRACT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system， whose development exhibits distinct stag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from symptom-based treatment in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黄帝内经》）， to ZHANG Zhongjing's establishment of the disease-pulse-syndrome-treatment frame⁃
work， through its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finally to its recognition as a fun⁃
damental characteristic of TCM in modern times.  However， the overemphasis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
ment， coupled with a diminished focus on disease concepts， has led to its gradual alienation as the primary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model.  The alienation mainly manifests as a tendency to prioritize syndrome over disease， resulting in 
the overgeneralization and limited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and causing a lack of specificity in practice.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is a necessary premise for the deve-
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TCM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system.  By integrating modern medical diagnosis to 
clarify disease targets and applying TCM thinking to extract common patterns of diseases， precise alignment betwee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and modern clinical demands can be achieved，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addressing the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Keywords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syndrome；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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